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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一大探索，其能否切实解决

外部性问题，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备受关注。本文利用 2005-2021年中国 30个

省（市）面板数据，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政策效果，运用 GML 指数测度

各省（市）工业低碳转型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对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显著促进工业低碳转型；进一步分解

指数发现，碳排放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实现。异质性

检验显示，中部地区和低工业化地区受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促进影响最强，而东部地区和高

工业化地区受到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进一步研究显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通过能源结构、

技术创新和政府支持影响工业低碳转型；其中当技术发展程度越高、政府支持力度越大或煤

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越小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促进作用越显著。本文从工业低碳转型

视角揭示了中国碳排放市场的现实状况，研究结论有助于推动中国碳市场机制设计朝着平衡

减排目标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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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世纪，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最大挑战和威胁之一。当前，中国经济发

展面临着国际国内温室气体减排压力加剧、人口红利消失、增长减速换挡的现实挑战，迫切

需要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为了探索减排方式，也为建设中国碳排放权交

易体系探索相关经验，2011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

批准上海、北京、广东、深圳、天津、湖北、重庆等七省市开展碳排放交易权试点，并于

2013年正式启动碳交易试点。碳排放交易制度具有市场化、 激励机制和灵活性等优点，是

调整能源结构、治理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是推进绿色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尽管碳排放权

交易制度在国际上已有成功的案例，但在引入全面政策之前，对于特定国家或地区而言，可

能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通过试点，政府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测试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

可行性和有效性，控制实施政策的范围和规模，减少潜在的负面影响，并逐步推进政策的范

围和力度。经过近 4年多的试点工作，中国在 2017年 12月正式启动了全国碳交易市场，这

是当前中国最大规模的市场型减排政策工具的实践运用，对于推动全球的低碳转型和可持续

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科斯（1960）曾提出，当产权能够被清晰界定，且市场交易成本为零时，市场能够自发

调节并在均衡状态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即通过清晰的产权界定，包括污染排放的权利，

并允许其进行市场交易，就能有效地解决外部性问题。然而，基于《京都议定书》框架设立

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虽有助于降低排放，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以碳排放许可的形式完

成的。二氧化碳为社会公共资源，通过排放权界定使其在企业间私有化，政府部门如何二次

分配该私有化收益尤为重要，否则很容易导致社会福利失衡的问题。当前，国内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仍存在着市场受经验限制，无法大规模应用；碳交易覆盖面有限，交易频率偏低；核

证减排量抵消比例低、程序难，较难调动市场积极性等问题，全面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

建设仍存在较大隐患。因而，仍需要将研究视线对准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借鉴过去的经验

教训，减少操作风险与系统风险，有效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于此，为深入了解中国碳

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政策实施效果，探求其对工业低碳转型的具体影响，本文以中国 30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运用 GML指数测度各省（市）工业低碳转型效率，在此基础上，

构建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能够提升促进工业低碳转型，主要作用于工业增加值；进一步分解指数发现，

碳排放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实现。异质性检验显示，

一方面，中部地区受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促进影响最强，而东部地区则受到的促进作用相对

较弱；另一方面，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低工业化地区促进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较高工业化地

区更为明显。机制研究显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通过能源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支持影响工

业低碳转型；其中当技术发展程度越高、政府支持力度越大或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越

小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越能促进工业低碳转型。本文研究有利于更加深入了解中国碳排放

市场的现实状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国在新常态背景下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本文可能有以下边际贡献：第一，当前研究较多使用双重差分或者三重差分模型研究政

策试点的影响效应，而本文在此基础上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工业

低碳转型的影响。与双重差分模型相比，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可以更有效地处理高维度的数据

和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以自动处理变量选择和调整，减少估计结果中的偏差，并放宽了对数据

的前提要求条件，因此结果更加稳健，具有一定实证价值。第二，中国的碳市场历经政策准

备、地方试点及全国碳市场建设三大阶段，最终在 2021年 7月成功落地，并于 2021年末完

成首个履约期。因此，本文运用处理对照方法分析 2005—2021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政策

效果，为仍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碳市场提供理论支持，有助于推动中国碳市场机制设计朝着

平衡减排目标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第三，更为准确地揭示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的宏观减排效应。中国试点碳市场明确了履约的控排企业，但现有碳市场相关研究大都以企

业为研究对象展开，从而忽略了其可能存在的整体影响。作为工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工业低碳转型所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由于工业绿色转型与低碳转型本质上都是在促进工业

发展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其区别主要在于所考察的污染物种类不同（周小亮和宋立，2022）。

因此，在充分考虑中国工业转型的多元特征后，本文通过进一步分解工业低碳转型效率指数，

围绕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发现其对工业低碳转型确实起

到了积极作用，主要通过能源结构、技术创新与政府支持发挥作用，这是对现有中国碳市场

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二、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发现与本文相关的主要有以下两类：

第一，与碳交易相关的文献。首先，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设计机制研究。为转换经济

发展动能，缓解环境污染问题，早在 20世纪 60年代，Dales（1968）便将科斯定理运用于

水污染的控制研究，提出了总量控制和交易制度的排放权交易机制，即利用排放许可制度首

先界定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的合法权利，然后允许企业对这种权力自由买卖，以此可低成本控

制污染物排放总量。但是，有学者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机制存在较大问题，如毕

Buchner和 Ellerman（2008）利用装置级数据对欧盟碳市场的排放量和配额分配进行了研究，

证明了其初始配额分配显著过量；Parsons等（2009）对欧盟碳市场碳价失灵的现象进行了

研究，表明除碳配额总量过剩外，碳配额不可跨期借贷等因素同样加剧了碳价失灵。参考国

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经验，中国采取的是碳市场与区域试点市场同步发展的模式，力争

从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加强市场机制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作用，以起到限制碳排放推进绿色

低碳技术创新和技术投资的作用。也有人认为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执行机制仍然薄弱，惩

罚措施并不能对违规行为起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再加上来自多部门的相关政策重叠，可能

会降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政策有效性，从而无法对国家的能源使用和排放产生重大影响

（Da Zhang et al,2014）。

其次，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及试点实际运行效果研究。一方面，研究显示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及试点确实能够确实能降低碳排放（Abrell et al，2011），对碳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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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明和张维洁，2017），作为环境治理手段产生了成本倒逼效应（余典范等，2023），能有

效促进了区域的碳脱钩效应（尹应凯等，2022），具有一定的环境红利。然而，另一方面，

一些学者观察到碳排放交易市场具有潜在的外部性影响，对于在实现低碳和发展之间取得平

衡，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同步可持续发展目标存在一定的争议（胡珺等，2023），需要进一步

展开系统探讨。研究显示，碳市场下的减排效应主要源于企业的减产行为（沈洪涛等，2017），

减排效果主要是通过牺牲经济生产实现（Zhang et al，2019），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行还

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Cui et al，2021）。此外，吴茵茵等（2021） 还指出，碳市场虽然

取得了积极减排成效，但主要还是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干预，以碳价和市场流动性衡量的市场

机制作用有限；当企业在拥有排污权后，会更倾向于为自身发展预留总量，从而导致排污总

量资源有价无市（王金南等，2008），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受到限制。

最后，是碳交易市场经验教训的总结，如 Newell等（2013）研究认为碳市场的发展需

要减少免费配额、更好地管理市场敏感信息，以及调整交易系统。此外，国家碳市场间的差

异导致碳市场的跨境连接存在困难。Green（2017）则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全球碳市场的连

接会导致复杂性上升并损害减排效果。刘传明等（2019）认为各试点省市在制定减排政策时

不能采取一刀切，应因地制宜地进行碳交易试点的建设，从而实现碳减排目标、促进经济的

绿色发展。

第二，与工业低碳转型相关的文献。研究显示，我国当前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对经

济发展的环境负外部性发挥了“锁定”效应，这主要就是来源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

高能耗、高排放特征，因此必须尽早实现工业低碳转型（邵帅等，2022）。当前学术界关于

工业转型的研究主要分成了三个方向：工业经济转型、工业低碳转型与工业绿色转型（罗良

文和孙立雪，2023）。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主要作用客体是碳排放，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工业

低碳转型发展。有学者认为，中国产业结构低碳化是经济低碳转型背景下实现量化减排目标

的必然选择（张云等，2015），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社会效应（王锋和葛星，2022），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化解传统工业化问题（史丹，2018），再加上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比

已达到接近 50%，具备了转型的经济结构基础（马丽梅等，2018），因此应该尽快推进工

业行业转型，向着低碳化、绿色化方向发展。这就需要控制我国碳排放的宏观经济成本，争

取合理的经济发展所需碳排放空间，协同推进降碳减污，以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提高

经济效益的多赢局面。

基于以上分析发现，尽管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与工业低碳转型均是当前可持续绿色发展

的重要内容，但鲜有文献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当前中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将节能减排、

推行低碳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任务，旨在培育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低碳排放为特

征的新兴经济增长点。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历经政策准备、地方试点及全国碳市场建设三大

阶段也于 2021年末完成首个履约期。因此，深入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的

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科学评价政策，为全国工业碳交易市场的推行提供合理的建议，具

有一定研究价值。



三、研究假设

随着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碳排放造成的全球变暖不仅对人们的生存环境存在严重危害，

并且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气候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环境外部性，解决这一外

部性的有效手段之一便是将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而碳交易机制正是应对这

一问题最基本的经济手段，并逐渐成为全球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式之一。2011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北京、天津、上海、重

庆、湖北、广东和深圳列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由于全面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能涉及广

泛的利益相关者，需要协调不同部门的合作和妥善处理各方的利益关切，而试点可以帮助政

府在政治上准备和争取支持，减少潜在的阻力和反对声音。试点地区涵盖东中西部，覆盖范

围广，以限制重点行业碳排放总量为目标，旨在用市场机制降低企业的减排成本，激励企业

通过新技术新方法减排，通过在不同发展地区能够探索中国进行碳交易的制度、机制，为建

立全国碳交易市场做准备。需要明确的是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与碳交易市场之间是局部与全部

的关系，因此本文理论分析主要围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的具体影响和碳交易

试点与非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影响的特征展开。

第一，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的具体影响可以从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出发进

行分析。（1）积极影响。首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激励减排创新，提高煤炭资源的利

用效率，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门槛，打破工业低碳转型的技术壁垒。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

企业设定了特定的碳排放限额，并允许公司之间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这为企业提供了经济

激励，促使它们寻找降低碳排放的创新技术和措施。这是因为只要其污染治理成本低于排污

权的出售价格，企业由此产生的排污权结余在市场上就会以相对较高的价格出售，这使企业

有利可图，增加工业低碳转型的动力。其次，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促进资金流动，增加经

济效益。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市场化的机制，使得碳减排成果可以通过交易

而得到经济回报。企业能够将剩余的碳排放权出售给需要更多排放权的企业，从而获得收入。

这可促进资金流动，提供额外的资源用于技术创新和设备升级，进一步推动工业低碳转型，

并带来经济效益。最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建立有助于实现了环境资源的高效优化配置。

由于市场交易使排污权从污染治理成本低的企业流向污染治理成本高的企业，而且排污许可

证的总量是固定不变的，即排向环境的整个污染物总量不会增加，结果是社会以最低成本实

现了污染物的削减和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

（2）消极影响。首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设置可能会面临着碳排放权分配不均衡的

问题。排污权初始分配存在障碍排污总量确定后，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给企业是排污权交

易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一些企业可能会面临额外的成本压力，尤其是那些碳密集型行业

或落后地区的企业。这可能导致资源和收入的不平等分配，从而影响工业低碳转型的公平性

和可持续性。此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碳配额分配问题也阻碍着工业低碳转型发展。碳配

额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基准法和历史法
①
。其中，历史法本身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

①
来源于碳交易网。历史法即按照控排单位的历史排放水平核定碳配额，适用于生产工艺产品特征复杂的行业；基准法即



例如，企业的突然增产或减产都会影响其历史排放数据，可能造成企业获得碳配额与实际产

能不符，而一些粗放式生产的企业反而会比一起前期节能减排工作出色的企业更占便宜。这

可能扭曲市场竞争，阻碍了工业低碳转型的整体发展。其次，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需要建立健

全的监管机制和执法体系，以确保企业的碳排放数据准确性和合规性，但由于我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仍处在初期建设期，势必存在监管不严、执法不力的现象，可能导致一些企业逃避

监管，操纵数据或违反规则。这将会大大削弱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运行的参考性，影响碳排放

交易市场的建立，影响工业低碳转型的进度。最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行过程中出现的企

业排污量测定与权力寻租问题都会影响工业低碳转型效果。目前，针对企业排污量的测定技

术中，被广泛提倡且被认为能够准确计量企业排污量的先进技术包括在企业排污口安装“环

保黑匣子”和污染物自动监测仪等。例如，深圳利用环保黑匣子治污
①
，通过在线监测企业

排污，实现对企业排放行为的实时监控。然而，政府失职和权力寻租问题仍然存在，很多重

污染企业频繁出现偷排和暗排现象。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政府官员与其他经济参与者一样，

追求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特别是在我国碳排市场法治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对重污

染企业当地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无疑难以抑制寻租行为的发生，从而抑制

工业低碳转型的发展。因此，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设：

H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促进工业低碳转型。

H2：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会抑制工业低碳转型。

第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与非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影响的特征不同，以下将从能源结构、

技术创新、政府支持等方面进行分析。（1）能源结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通过鼓励企业采

用更清洁的能源形式，刺激企业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减少对高碳能源的依赖，以减少碳

排放并提高其竞争力从而改善能源结构并推动工业低碳转型。而在非试点地区，由于缺乏明

确的碳市场和经济激励机制，企业可能较少受到能源结构调整的压力。依赖于高碳能源的情

况可能会继续存在，从而限制了工业低碳转型的速度和范围。（2）技术创新。碳排放权交

易试点通过市场机制能够促使企业探索并采用低碳技术和创新解决方案，推动技术创新的积

累和进步，以降低碳排放并获得更多的碳排放权，进而促进工业低碳转型。而在非试点地区，

由于缺乏明确的碳市场和经济激励机制，企业可能面临较小的创新动力，因此低碳技术和可

再生能源的发展等可能需要依赖政府政策支持或市场需求推动，所以技术创新的速度和程度

可能相对较低。（3）政府支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试点地区企业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和激励机制，鼓励低碳转型。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前期，政府扶持力度相对较大，这将会

激活企业的积极性，加速工业低碳转型。而在非试点地区，政府可能缺乏特定的碳交易政策

和相应的支持措施，资金支持与政策扶持的相对匮乏可能导致政策不连贯或不够明确，使得

非试点地区企业对低碳转型缺乏明确的方向和激励，从而影响工业低碳转型的进程。因此，

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设：

H3：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与非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影响的特征不同。

按行业基准排放强度核定碳配额，适用于生产流程及产品样式规模标准化的行业。
①
来源于中国电镀网。



H4：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主要通过技术创新、能源结构和政策支持影响工业低碳转型。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1.模型设定

为识别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参考张涛和李均超（2023）
①
的研究，采用针对关键变量进行统计推断的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试点前后各地区工

业低碳转型进程的变化差异，将在 2005—2021年期间内试点碳交易的省份作为处理组，将

在整个样本期间内未试点碳交易的省份作为控制组。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是一种结合机器学习

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它结合了高维度机器学习技术和因果推断的优点，可以有效地处理具

有大量控制变量和高维度特征的数据，通过建立两个机器学习子模型来分别处理预测和因果

推断，从而减少模型中的偏差和方差。这种方法具有灵活性，并且可以处理更复杂的数据和

非线性关系。构建部分线性的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如下所示：

GML��+1 = �0CETPilotit + � ��� + ��� （1）

E Uit∣CETPilotit, Xit = 0 （2）

其中，�为省市；�为年份；GML��+1表示被解释变量，为工业低碳转型；CETPilot��表示

处置变量，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政策变量，设置试点后为 1，否则为 0；�0为本文重点关

注的因果效应。���为高维控制变量集合，需采用机器学习算法估计具体形式�� ��� ，���为误

差项，条件均值为 0。直接对式（1）、式（2）进行估计，可得处置系数估计量为：

��0 = 1
� i∈I,t∈T CETPilotit

2�
−1 1

� �∈�,�∈� CETPilot��� �����+1 − �� ��� （3）

其中，�为样本容量。根据上述估计量，可进一步考察其估计偏误：

� ��0 − �0 = 1
� �∈�,�∈� CETPilotit

2�
−1 1

� �∈�,�∈� CETPilot��� ��� +

1
� i∈I,t∈T CETPilotit

2�
−1 1

� �∈�,�∈� CETPilot��� � ��� − �� ��� （4）

其中，a = 1
n i∈l,t∈T CETPilotit

2�
−1 1

n i∈l,t∈T CETPilotit
2� Uit,服从均值为 0的正态分布，机

器学习采用机器学习及其正则化算法估计具体函数形式g� Xit ，不可避免地引入“正则偏误”，

虽能防止估计量方差过大，但也导致了其不具无偏性，具体表现为g� Xit 向 g Xit 的收敛速度

较慢，n−φg > n−1/2，因此，随着 n 趋向于无穷大，b 也趋向于无穷大，θ�0难以收敛于θ0。

为了加快收敛速度，使得处置系数估计量在小样本下满足无偏性，构建辅助回归如下：

CETPilotit = m Xit + Vit （5）

E Vit∣Xit = 0 （6）

其中，m Xit 为处置变量对高维控制变量的回归函数，同样需要采用机器学习算法估计

其具体形式m� Xit ，Vit为误差项，条件均值为 0。计算过程如下所示：首先，采用机器学习

算法估计辅助回归m� Xit ，取其残差V�it = CETPilotit − m� Xit ；其次，同样采用机器学习算

① 双重机器学习程序来自张涛李均超（2023）， 参见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下载。



法估计g� Xit ，将主回归形式改变为GMLit+1 − g� Xit = θ0CETPilotit + Uit；最后，将V�it作为

CETPilotit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获得无偏的系数估计量如下：

θ�0 = 1
n i∈I,t∈T V�it� CETPilotit

−1 1
n i∈I,t∈T V�it� GMLit+1 − g� Xit （7）

同理，式（7）又可近似表示为：

n θ�0 − θ0 = E Vit
2 −1 1

n i∈I,t∈T Vit� Uit

+ E Vit
2 −1 1

n i∈I,t∈T m Xit − m� Xit� g Xit − g� Xit （8）

其中， E Vit
2 −1 1

n i∈I,t∈T Vit� Uit服从均值为 0的正态分布，由于使用了两次机器学习

估计，因此， E Vit
2 −1 1

n i∈I,t∈T m Xit − m� Xit� g Xit − g� Xit 的整体收敛速度取决于

m� Xit 向 m Xit 以及g� Xit 向 g Xit 的收敛速度，即n− φg+φm ，相较于式（4）， n θ� 0 − θ0

向 0收敛的速度更快，进而能够获得无偏的处置系数估计量。

2.全局曼奎斯特－卢恩伯格（GML）指数

本文使用全局曼奎斯特－卢恩伯格指数（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后文用 GML

指数代指）评价我国各省市工业低碳转型效率的动态变化情况，表达式如下：

GMLk(t, s) =
1 + DG xk

t , yk
gt, yk

bt; yk
gt, − yk

bt

1 + DG xk
s , yk

gs, yk
bs; yk

gt, − yk
bs    （9）

其中，DG xk
t , yk

gt, yk
bt; ygtk, − yk

bt ，DG xk
s , yk

gs, yk
bs; yk

gs, −yk
bs 表示研究样本期内所有投入产

出值构成的生产可能集合作为不同时期的共同参照技术集时的可能性集合，t期和 s期为决

策单元的距离函数。为更好揭示工业低碳转型效率水平提高或下降的主要原因，本文进一步

将 GML指数分解为全局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C）和全局技术进步变化指数（EC）。其中，

全局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反映的是工业低碳转型整合资本和劳动要素能力的变化，用以表示配

置效率；全局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刻画的是工业低碳转型促进内生经济增长即技术水平的变

化。表达式如下所示：

TCk(t, s) =
1 + Dt xk

t , yk
gt, yk

bt; yk
gt, − yk

bt

1 + Ds xk
s , yk

gs, ybsk; yk
gs, − yk

bs （10）

ECk(t, s) =
1 + DG xk

t , yk
gt, yk

b; yk
gt, − yk

b / 1 + Dt xk
t , yk

t , yk
bt; ygtk, − yk

bt

1 + DG xk
s , yk

gs, yk
bs; yk

gs, − yk
bs / 1 + Ds xk

s , yk
gs, yk

bs; yk
gs, − yk

bs
（11）

（二）变量设置与选择

1.被解释变量

中国工业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被定义为通过节能减排、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来实现工业

发展方式转变，从而实现产出增长与碳排放降低“双赢”目标的工业发展过程（周小亮和宋

立，2022；史丹，2018）。基于此，本文选取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单位年末就业人数、能源

消费量作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能源投入，选取工业增加值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作为工



业低碳转型的期望产出指标和非期望产出指标
①
，进行工业低碳转型指标的计算。

2.解释变量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政策虚拟变量（CETPilot），虽然国家发展改革委在 2011年就发

布了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通知文件，但各试点地区公布控排标准和控排企业名单的时间

基本集中在 2012～2013年，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实际开市时间则集中在 2013～2014年。参考

相关文献（许文立和孙磊，2023），本文将 2013年作为各试点地区受到政策冲击的时间。

构建的 CETPilot 本质上是地区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若某省份为碳排放权交

易试点地区，则地区虚拟变量取 1，否则为 0；类似的，若时间在试点年份 2013年之后，则

时间虚拟变量取 1，否则为 0。

3.控制变量

本文在省份层面选择一系列控制变量，如下所示：用第二产业产值占比（Industry）和

电力消费量（Ele）表示工业化水平；用企业个数（Com）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工业二氧

化硫排放量（SO2）和工业废水排放量（Sewage）表示地区政府管制，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

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InCom1）和私营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InCom2）表示地区工业

企业发展水平。对上述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

（三）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样本时间跨度为2005—2021年，空间跨度为除西藏和港澳台外的中国30个省、

直辖市与自治区。在初始样本的基础上，针对部分缺失值采用了趋势插补方法进行插补。碳

排放权交易试点数据主要来源于政府官网，省级数据主要来源于 CSMAR数据库、中国碳排

放核算数据库（CEADs）《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

年鉴》等。模型回归主要采用 Stata软件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中值 最大值

CETPilot 510 0.119 0.324 0.000 0.000 1.000

GML 510 0.947 0.070 0.733 0.958 1.317

SO2 510 3.559 1.146 -2.315 3.828 5.208

Sewage 510 10.688 1.003 6.304 10.680 12.599

Ele 510 7.180 0.772 4.402 7.180 8.970

Com 510 9.255 1.301 5.814 9.381 12.185

①
期望产出，基于国家统计局披露的工业增加值，采用当年 GDP平减指数消除物价影响。非期望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来

自中国碳排放核算数据库（CEADs）。由于中国碳排放核算数据库对行业分类的界定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有所区别，

为了对二者进行合并，在此将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统一归并为橡胶塑料制品业，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统一

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资本投入，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数据来自《中

国工业统计年鉴》，采用城镇单位年末就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能源投入，数据来自中国碳排放核算数据库（CEADs），采用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录所提供的“折煤系数”将所有能源消费的单位转换为万吨标准煤。



InCom1 510 6.932 1.214 3.049 7.131 9.331

InCom2 510 8.142 1.639 3.438 8.247 11.134

Industry 510 5.851 0.345 4.201 5.952 6.291

期望产出 510 7495.121 7093.459 156.16 5421.35 39398.46

非期望产出 510 332.818 291.538 7.555 239.919 2265.379

资本投入 510 10297.94 8703.451 323.027 7786.344 43096.19

劳动投入 510 515.780 363.085 42.6 437.322 2344.828

能源投入 510 13780.24 8697.995 822.198 11270.24 43008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估计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效应，其中，

样本分割比例为 1∶4，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对主回归和辅助回归进行预测求解，回归结果见

表 1。由于本文研究重点是省市工业低碳转型受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影响的差异，因此使用可

以控制个体间的异质性，提供关于个体之间稳定差异的有用信息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

归，结果如表 2所示。第（1）列在全样本区间内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其他控制变量的一

次项，可以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效应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5%的

水平上显著，说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提升促进工业低碳转型，假设 H1得到验证。第（2）

（3）列为被解释变量 GML指数分解为全局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C）和全局技术进步变化

指数（EC）后进行系统 GMM 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碳排放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的

正向影响主要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实现。H1 得到验证。为进一步探究碳排放交易试点对工业

低碳转型各维度的具体影响，第（4）至（8）列分别给出了碳排放交易试点对期望产出、非

期望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能源投入的回归系数。就影响效应而言，碳排放交易试点

对期望产出和劳动投入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对后者的回归系数（0.217）大于

对前者的回归系数（0.112)。这表明碳排放交易试点在促进工业低碳转型方面的有效性，并

且劳动投入在这一过程中的发挥了关键作用。可能是因为碳排放交易试点提供了激励机制，

推动企业在低碳转型方面增加劳动投入。企业可能采取培训员工、聘请专业人才或增加生产

工人等措施来适应低碳转型的要求。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企业在低碳转型过程中实现了更

高的工业增加值。

表 2 基准回归

(1) (2) (3) (4) (5) (6) (7) (8)



变量 GML TC EC 期望产出 非期望产出 资本投入 劳动投入 能源投入

CETPilot 0.043** 0.041*** -0.001 0.160*** -0.009 0.084* 0.217*** 0.003

(0.011) (0.000) (0.942) (0.004) (0.892) (0.094) (0.000) (0.915)

Constant -0.000 -0.001 0.001 -0.011 0.010 -0.000 0.001 0.007

(0.964) (0.734) (0.768) (0.177) (0.277) (0.996) (0.893) (0.2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注：括号里是 p值，*、**和***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二）稳健性分析

1.考虑省份－时间交互固定效应

由于省份是中国政府治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行政节点，同一省份下的城市往往在政策环

境、区位特征、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省份－时

间交互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不同省份随时间变动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第 3（1）列所示。

根据回归结果，考虑同一省份下不同城市特征间的关联影响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工业低

碳转型的影响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原结论依然成立。

2.重设双重机器学习模型

为避免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设定偏误对结论产生影响，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验证结论

的稳健性：首先，改变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的样本分割比例，由先前的 1∶4改为 1∶3和 1∶7，

探究样本分割比例对本文结论的可能影响；其次，更换机器学习算法，将先前用作预测的随

机森林算法更换为梯度提升，探究预测算法对本文结论的可能影响；再次，基准回归中基于

双重机器学习构建了部分线性模型进行分析，模型形式设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接下来，本

文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构建更为一般性的交互式模型，探究模型设定对本文结论的影响，用于

分析的主回归和辅助回归变更如下：

GMLit+1 = g CETPilotit, Xit + Uit （12）

CETPilotit = m Xit + Vit （13）

交互式模型获得处置效应的估计系数为：

θ�1 = E g CETPilotit = 1，Xit − g CETPilotit = 0，Xit （14）

上述重设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后获得的回归结果见表 3。显然，无论是双重机器学习模型

的样本分割比例、用于预测的机器学习算法、模型估计形式以及内生性问题，均不影响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促进工业低碳转型的结论，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策效应的大小，足以说明原

结论是稳健的。

表 3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时间交互固定效应 1:7 1:3 梯度提升 交互式模型

变量 GML GML GML GML GML

CETPilot 0.027** 0.039** 0.035** 0.056*** 0.065***

(0.016) (0.044) (0.011) (0.000) (0.000)

Constant 0.003 -0.001 0.000 0.001

(0.275) (0.766) (0.881) (0.82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30 30 30 30 30

3.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不是由其他随机性因素导致的，本文

采用安慰剂检验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偶然性加以识别。参考（胡洁等，2023）和 La Ferrara

等（2012）的做法，按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分布情况，随机抽样 500次构建“伪政策虚拟

变量”，并以双重差分模型重新回归估计，检验其系数和 P 值分布，结果如图 1 所示。碳

排放权交易试点对“伪政策虚拟变量”回归系数的均值接近于 0，估计系数的分布接近正态

分布，P值大多大于 0.10，在 10%的水平上并不显著。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

型的影响并非其他随机性因素导致，上文得到的结论可靠。

4.平行趋势检验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前后地区工业低碳转型的差异，一定是试点政策本身造成的吗？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与非试点之间是否真的具有显著差异呢？参考相关文献（许文立和孙磊，2023），

本文通过平行趋势检验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2所示。图 2显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发生

之前，工业低碳转型在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而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启动后，政策的带动效果逐渐显现，假设 H3得到验证。政策启动当年，工业低碳转型进程

显著加快，第二年受经验限制影响，市场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第三年开始，工业低碳进程

便开始稳步发展。结果表明在试点实施前，处理组与控制组满足处理前趋势检验。

图 1 安慰剂检验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三）异质性分析

1.地区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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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

结构、产业布局和环境治理现状所导致的成本和调整压力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工业低碳

转型的动力和能力，从而导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在不同地区的效果不同。基于此，本文根据

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将样本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

4第（1）（2）（3列）显示，东中西部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都对工业低碳转型起到促进作

用。然而，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其中中部地区受到的促进影响最强，而东部地区则受

到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可能原因如下：首先，中部地区的工业企业普遍较为集中，规模相

对较大，因此在购买碳排放配额时所需成本较高，进而推动了这些企业更加积极地进行低碳

转型，以降低成本并符合碳排放限制要求。其次，中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与东部地区有所不同。

经济发展势弱的中部地区在“双碳”目标背景下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这种调整压力对中部

地区形成了更为直接和强烈的促进作用，激发了工业低碳转型的需求。然而，东部地区的经

济结构相对更加发达和多样化，已经更早地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因此，相对于

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工业企业普遍排放较少，已经采取了一些低碳措施，再加上由于其排

放量较低，更容易满足碳排放限制要求，所以受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促进作用较小。最后，

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主要体现在促进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提升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

措施应用、促进生态环境改善以及增强跨地区合作与经验分享。这些方面的积极影响有助于

推动西部地区的工业向低碳转型并促进可持续发展。

总结起来，东中西部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都有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由于

工业集中、排放量大和调整压力大，受到的促进影响最强。而东部地区由于经济结构较为发

达和排放量较低，受到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产

业布局和环境治理现状所决定的。

2.工业化水平异质性

为揭示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效应的影响，参考相关文献（田淑英等，2022）

本文按照 2012 年各地区工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数据，以 50分位数为界线，把样

本划分为高工业化水平组和低工业化水平组，将试点地区与两组样本中的非试点地区进行分

组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表 4第（4）（5）列显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低工业化地区促

进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较高工业化地区更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低工业化地区的起点较低、

技术更新空间较大、依赖传统产业较少，同时具备更多的制度建设机会。因此，在实施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后，低工业化地区的企业更容易达到碳排放配额要求，转型成本相对较低，对

工业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表 4 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东部 中部 西部 高工业化 低工业化

变量 GML GML GML GML GML

CETPilot 0.032* 0.105*** 0.098** 0.054*** 0.092***

(0.054) (0.001) (0.039) (0.001) (0.000)

Constant -0.000 -0.004 -0.001 -0.003 -0.000

(0.952) (0.356) (0.855) (0.412) (0.92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12 10 8 15 15

六、进一步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已然成为我国节能减排的重要环境规制手段之一，但其减排作用发挥

的具体渠道和综合效果亦有待明晰（李治国和王杰，2021）。根据上文理论分析，本文将从

能源结构、技术创新、政策支持三个角度进行机制研究，以具体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工业

低碳转型的影响效应，为碳交易市场的全国性推广提供实证参考。构建模型如下所示：

medit = β0 + β1CETPiloi + β4Xit + δi + λt + εit （15）

GMLit = θ0 + θ1CETPiloi + θ2CETi × medt + θ3Xit + δi + λt + εit (16)

其中，CETi × medt是机制变量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其系数为机制检验的核心。medit

是机制变量，本文采用以下变量进行机制检验：（1）能源结构（Structure）。以煤炭消费

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衡量能源结构（2）技术创新（Create）。用当地科学技术支出衡

量科技创新。（3）政府支持（Cost）。用当地环境保护支出衡量政府支持力度。为了提高

检验的可信程度，使用 Bootstrap法进行机制检验，置信期间不包含 0即为通过检验。

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通过能源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支持影响工业低碳转型；

其中当技术发展程度越高、政府支持力度越大或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越小时，碳排放

权交易试点越能促进工业低碳转型，假设 H4得到验证。可能原因如下：首先，高技术发展

程度为工业低碳转型发展提供了更多低碳技术和解决方案。随着技术创新不断推进，新的低

碳技术涌现，其成本逐渐降低，效果逐渐提升。这使得企业更有动力采纳和应用这些技术，

实现碳排放的减少。较高的技术发展程度意味着更多创新机会和更适应碳排放权交易的能力，

从而加速工业低碳转型。其次，政府支持力度的增加有助于降低企业参与碳市场的成本和风

险。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省级政府提供了激励和引导低碳发展的机制。省级政府可以通过设

立碳排放配额和建立碳市场的方式，大力支持企业实行工业低碳转型，对碳排放实施监管和

约束，推动企业采取低碳技术和措施，以达到碳排放减少的目标。这种市场机制能够促使企

业实施低碳转型，减少碳排放，并为低碳经济转型提供动力和支持。最后，当煤炭消费占能

源消费总量较低时，工业部门的碳排放量相对较少。煤炭在能源结构中占据过高比重，通常

是一个经济体存在严重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要原因（Yin等，2023）。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要求

企业购买排放配额，从而降低煤炭消费量，进而减少排放量，这意味着企业需要购买的额外



排放配额降低。因此，煤炭消费量较低的地区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下能更加容易实现工业低

碳转型目标。

综上所述，当技术发展程度越高、政府支持力度越大或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越低时，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这些因素提供了先进技术、政策

支持和减少碳排放压力的优势，为工业部门实施低碳转型创建了更有利的环境，并推动了可

持续发展的实现。

表 5 机制性分析

变量

能源结构（Structure) 技术创新（Create) 政府支持（Cost）

(1) (2) (3) (4) （5） （6）

CET*Structure GML CET*Create GML CET*Cost GML

CETPilo
0.536***

(0.000)

-0.079***

(0.010)

5.289***

(0.000)

0.257***

(0.000)

5.114***

(0.000)

0.190***

(0.006)

CET*Structure 0.167***

(0.003)

CET*Create 0.049***

(0.001)

CET*Cost 0.038***

(0.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0 30 30 30 30 30

R2 0.891 0.569 0.972 0.594 0.979 0.552

Bootstrap检验

置信区间 （-0.148 -0.028） （0.149 0.388） （0.090 0.312）

机制效应 显著 显著 显著

七、结论与启示

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因此为切实履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所作的减排承诺，我国任重而道

远。因而，为更加深入了解中国碳排放市场的现实状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国在新常

态背景下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本文以中国 30个省及直辖市为研究样本，使用双

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与工业低碳转型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碳

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提升促进工业低碳转型，主要作用于工业增加值；进一步分解指数发现，

碳排放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实现。异质性检验显示，

一方面，中部地区受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促进影响最强，而东部地区则受到的促进作用相对



较弱；另一方面，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低工业化地区促进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较高工业化地

区更为明显。机制研究显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通过能源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支持影响工

业低碳转型；其中当技术发展程度越高、政府支持力度越大或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越

小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越能促进工业低碳转型。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完善总量控制技术措施的建设，促进低碳技

术创新发展。由于碳排放交易试点对工业低碳转型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实现。

因此，政府和相关利益方可以致力于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合作，开展技术培训，促进科研合

作和推动技术交流，提高市场参与者的碳排放成本内部化意识，激发其研发低碳生产技术、

转变经营方式的积极性，从而增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活跃度和流动性，推动市场低碳发展。

第二，健全排污权交易的法律制度，实行区域差异化策略。中国目前并存八个地区碳市场以

及覆盖电力行业的全国统一碳市场，各碳市场在初始配额分配方式、核算方式等机制设计方

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针对碳排放交易试点在中部地区和低工业化地区的促进影响最

强，在东部地区和高工业化地区的促进效果相对较弱的情况，可以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采取

差异化的政策措施，对地区的不同功能区域进行划分，在确定控制指标的前提下，确定总量

控制的目标值，制订具有针对性的交易规则、配额管理办法及排污申报、审核、监测制度、

配额跟踪体系等配套规则，运用差异化策略为不同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支持和激励，以加强

东部地区的低碳转型进程。第三，设立碳市场监管机构，引入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发挥风险

对冲及价格发现的作用。碳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建设可以帮助市场参与者管理碳排放风险，提

供价格信息和市场预期，从而推动碳市场的稳定和有效运行。通过提供多样化的衍生品合约、

引入有竞争力的市场参与者等措施，为市场参与者提供风险管理和投机的工具，增加市场的

流动性，提高交易效率，最大程度发挥市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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